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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援助
能够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发展吗?
———基于非洲 16 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朱丹丹 黄梅波

［摘 要］作为一个新兴援助国，中国对外援助及其援助模式的有效性备受关注。在系统梳理中国

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非洲 16 个受援国 2002 ～ 2011 年的面板数

据，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中国对外援助能够显著增加

受援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但其影响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 会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

与援助相比，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自然资源是其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人均

收入水平与出口多样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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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5 年 9 月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致审议通过了后 2015 发展议程，自 2016 年起，其将取代
2000 年的千年发展议程，成为未来指导全球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帮助其他发展
中国家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此次联合国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做出了建立中

国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部分国家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
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多项实质性的承诺①，充分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近几年来，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提升，及其在国际发展领域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

多国际发展合作责任的期望也越来越大，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也开始备受关注。尤其是，中国一
直强调将援助与贸易、投资密切结合，共同推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 在国际会议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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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次倡导并增加“促贸援助”，但其有效性却备受争议。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原则
和实践与传统发达国家援助国差别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一直缺少有力的回应。那么，中
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国际贸易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 对这些问题的研

究不仅能够应对国际上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诟病，而且能够为其进一步的改进提供参考。

目前，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现状、管理体系等，鲜有文
献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关于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屈指可

数。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缺失。实际上，由于中国等新兴援助国援助数据的缺失，

国内外学者多研究发达国家援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主要涉及援助

与出口总额、援助与出口多样化等等。在援助与出口总额方面，Munemo ( 2006 ) 、Legmann et
al. ( 2013) 采用援助总额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援助对受援国的出口总额没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甚至可能减少其出口。有学者选用了一些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援助类别，探究了 “促贸援助”对
受援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例如，Pettersson and Johansson ( 2013 ) 实证检验得出，整体 “促贸援
助”可以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 Cali and Velde ( 2011) 、Helble et al. ( 2012) 、Vijil and Wag-
ner ( 2012) 、Hühne et al. ( 2013) 考察了整体“促贸援助”及其项下的经济基础设施援助 ( E-
conomic Infrastructure Aid ) 、生产部门援助 ( Production Sector Aid ) 及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
( Trade Policies and Ｒegulations Aid) 对受援国出口总额的影响，发现整体 “促贸援助”、经济基
础设施援助及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可以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生产部门援助对出口总额的影响

则不显著。

在援助与出口多样化方面，有学者指出，单一的外贸结构会使得一国贸易极易受到国际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阻碍一国贸易甚至经济的稳定发展 ( Pacheco and Pierola，
2008) 。因此，出口总额的增加不能视为受援国贸易能力的提升，出口多样化结构的优化才是其
贸易能力提升的真正体现。在实践中，出口多样化也被认为是防止一国遭受“资源诅咒” ( Ｒe-
source Curse)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政策手段。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援助与受
援国出口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散见的文献有 Osakwe ( 2007 ) 和 Munemo ( 2011 ) 。Osakwe
( 2007) 运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方法检验发现，援助会显著提高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 Mu-
nemo ( 2011)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 当援助总额占 GDP的比重低于 20%时，援助将显著促进受援
国的出口多样化; 但当该占比超过 20%时，则会阻碍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进程。

上述关于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促进效应提

供了重要参考。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计算了中国对非洲部分国家的援
助数额，这为实证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奠定了基础; 其次，本文系统数理了中国对外援

助与受援国的国际贸易之间的作用机制; 再次，本文同时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出口总

额和出口多样化的影响效应，这在国内外均属首次; 最后，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探究了中国对

外援助的深层次原因，发现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并不是中国对外援助寻求的目标，中国的对外援
助的确是希望以援助为催化剂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

一、理论机制

根据众多学者和援助机构对 “促贸援助”的界定 ( Bourdon et al. ，2009; Cali and Velde，
2011; OECD and WTO，2009、2013 等) ，并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情况，本文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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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贸援助”划分为四类，即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 ( Trade － related Infrastructure Aid) 、生
产部门援助 ( Production Sector Aid) 、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 ( Trade Policy and Ｒegulations Aid) 、

贸易发展援助 ( Trade Development Aid) ，分别通过贸易成本效应、需求结构效应、贸易自由化效
应、贸易环境效应作用于受援国的国际贸易。除了援助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受援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下图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示援助及其他影响因素与受援国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援助与贸易之间的理论机制

资料来源: 笔者依据“促贸援助”的内容自行制作。

( 一) 基础设施援助与贸易成本效应

开展对外贸易除需承担与生产相关的各项成本外，还要确保商品顺利运出本国，到达最终消

费者手中，因此还需承担相应的运输费用等贸易成本。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主要就是通过
影响受援国内部的贸易成本来影响其对外贸易。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援助主要用于支持受援国的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其运输、仓储、装卸等条件，从而直接降低受援国与贸易相关的固
定和可变成本，增加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最终增加出口总额。

Melitz ( 2003) 、Eaton et al. ( 2004 ) 、Helpman ( 2006 ) 等学者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得出，

一国贸易成本降低可以创造出新的盈利机会，生产率较高的厂商将开始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

较低的厂商则退出，最终的结果是该国出口多样化程度会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基础
设施援助从而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增加将同时提高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水平。
( 二) 生产部门援助与需求结构传导效应

生产部门援助直接投向受援国具体的产业和部门，如农业、工业、新兴产业等等，旨在帮助
受援国制定产业政策、开展产业技能培训等，以培养和增强受援国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构建
不仅能够提高受援国的出口供给能力，而且能够改善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种类，从而

更好地满足进口国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进而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程度。因
此，我们认为，生产部门援助从而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增加将同时提高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

多样化水平。
( 三) 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与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主要用于推进受援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它为受援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帮助其政府部门提高贸易政策制定、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能力，推进受援国的区域贸易一体
化; 提供电子商务、通讯等方面的技术，简化出入境程序，提高出入境效率，使对外贸易更加便
利化、低成本化; 支持受援国政府展开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方面的改革，改善其海关、商检
设施条件，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推进贸易一体化进程等等。贸易自由化最直接的结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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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又能够同时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程

度。Feenstra and Kee ( 2007) 、Felbermayr and Kohler ( 2009) 等学者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出
口的影响，均发现关税降低、进入自贸区、开放市场准入条件等贸易自由化措施将会促进该国出

口总额的增加和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即援助总额
的增加能够同时提高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水平。
( 四) 贸易发展援助与贸易环境效应

贸易发展援助以技术援助为主要形式，施受双方一般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帮助受援国推行

电子商务，完善信息网络，为出口企业提供市场和风险等贸易相关信息; 为出口企业提供资金融

通和融资担保等，便利贸易融资; 构建公共 －私人部门网络，为出口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市场拓

展等方面的商业扶持和服务等等。可见，贸易发展援助可以优化受援国内部的贸易发展环境和条
件，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同时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分销成本等，并最终通过贸易成本传

导效应改善受援国的出口额及出口多样化。当然，技术援助往往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贯穿
于其他援助方式之中，共同起到促进受援国贸易发展的效果。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贸
易发展援助从而对外援助总额增加将改善受援国的对外贸易 ( 包括出口额和出口多样化) 。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 一) 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 ( Export) it = αi + γ1 ln ( Aid) it + β1 ln ( GDP) it + β2 ln ( CPI) it + β3 ln ( Corr) it + β4 ln ( Tele) it
+ β5 ln ( Land) it + εit ( 1)

Divit = μi + γ2 ln ( Aid) it + δ1 ln ( GDP) it + δ2 ln
2 ( GDP) it + δ3 ln ( CPI) it + δ4 ln ( Corr) it + δ5 ln

( Tele) it + δ6 ln ( Land) it + vit ( 2)

其中 i和 t分别表示受援国和时间。Export和 Div分别表示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

Aid表示中国的对外援助额; CPI为受援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替代汇率指标; GDP 为受援国实
际人均 GDP，表示人均收入水平; Corr为受援国的腐败指数，表示其制度质量; Tele是每百人拥
有的电话数，表示受援国的基础设施质量 ( Francois and Manchin，2007; Munemo，2011) ; Land

为受援国可耕地的数量，代表资源禀赋 Munemo ( 2006、2011 ) ; αi、μi 代表不可观测的国家固

定效应; εit、vit为随机误差项。

援助对受援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可能存在 “门槛效应”，即当援助超过 /低于某一临界值时，

可能会阻碍受援国出口总额或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改善，因此本文将在回归方程 ( 1 ) 和 ( 2 ) 中

引入援助的平方项，以考察援助的“门槛效应”。
( 二) 数据描述

1. 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

衡量受援国贸易绩效的指标有两个，即出口总额和出口多样化，出口总额来自于 UNCTAD

数据库，是用 GDP平减指数折算后的实际值。本文用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 ( Herfindahl － Hir-
schmann Index，HHI) 来衡量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该指数也来自于 UNCTAD，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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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HIi 表示 i国的 HHI指数，xij表示 i国第 j种出口商品，n表示 i国所有出口商品的数

目。HHI指数表示一国出口产品的集中度，采用一国出口的 SITC － 3 计算得出，取值在 0 ～ 1 之

间，数值越接近 1 表示产品多样化水平越低，HHI = 1 表明仅出口一种商品，随着出口产品数目
的增多，HHI会逐渐下降。一般来讲，HHI≤0. 05，表示出口高度多样化; 0. 05 ＜ HHI≤0. 1，表

示出口轻度多样化; 0. 1 ＜ HHI≤0. 4，表示出口轻度集中; HHI ＞ 0. 4，表示出口高度集中。②

2. 援助指标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不对外公布其对外援助总额，更不用说具体的地区和国家分布数据。
2012 年，美国一所发展融资研究机构 AidData公布了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额。它采用基于

媒体的方法 ( Media － Based Approach) 汇总了媒体所公布的中国 2000 ～ 2011 年援助的 51 个非洲
国家的 1673 个援助项目，据此能够核算出中国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额。考虑到 2001 年中国加

入 WTO后，对外贸易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并结合援助及其他指标的数据完整性，最终，本节

选用的、相对较为完整的数据为 2002 ～ 2011 年非洲 16 个受援国的援助数额。对于个别年份援助
额为零 ( 或接近零) 的情况，本文参考 Wagner ( 2003) 、Cali和 Te Velde ( 2011) 的做法，采用
ln ( max { 1，Aidit} ) 形式解决。

3. 腐败指数

衡量制度质量的指标有腐败、法律体系、民主和问责、政治风险评级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

性，并参考 Elbadawi ( 1999) ，本文选取腐败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其数据来自于透明
国际 ( Transparent International，TI) ，取值为 ［0，10］，得分越高表示一国公共部门越清廉。

4. 其他指标
CPI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 (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数据库，以 2005 年

= 100 作为基准。本文选择 CPI 而非实际有效汇率作为经济风险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因为: 其

一，很多受援国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缺失较多; 其二，援助本身会通过影响实际有效汇率来影响

对外贸易 ( Wijnbergen，1985 ) ，如果引入汇率指标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实际人均
GDP、总人口、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可耕地占比均来自 WDI 数据库，实际人均 GDP利用 GDP

平减指数折算得到。表 1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 来源

ln ( Export) 13. 08 2. 27 4. 99 18. 19 160 UNCTAD
Div 0. 42 0. 26 0. 11 0. 97 160 UNCTAD

ln ( Aid) 9. 44 5. 77 0 17. 46 160 OECD CＲS
ln ( GDP) 1. 77 1. 17 － 0. 60 4. 24 160 WDI
ln ( CPI) 4. 72 0. 28 3. 35 5. 35 160 WDI
ln ( Corr) 1. 08 0. 29 0. 34 1. 70 160 TI
ln ( Popu) 16. 86 1. 11 14. 01 18. 91 160 WDI
ln ( Tele) 0. 63 1. 49 － 1. 57 3. 40 160 WDI
ln ( Land) 2. 31 1. 04 0. 36 3. 78 160 WDI

Libe 3. 84 1. 14 1 6 160 Freedom House
Affinity 0. 87 0. 06 0. 65 0. 97 160 Erik Vo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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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结果分析

当存在异方差时，如果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来估计，估计结果虽然是无偏且一
致的，但不是有效的。所以在回归之前，本文首先进行了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强烈拒绝 “组
间同方差”的原假设，表明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本文将使用稳健标准差解决该问题。
( 一) 援助与出口总额回归结果

表 2 第 ( 1) 和 ( 2) 列为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出口总额之间的回归结果。从第 ( 1) 列可
以看出，当不考虑“门槛效应”时，援助对受援国出口总额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下显
著，说明中国的对外援助能够显著增加受援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具体地，中国对外援助额提高
1%，会带来受援国对中出口总额上升 0. 03%。这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也证实中国所坚持的
“促贸援助”方式对非洲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受援国的人口对其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是最

大的，其次为自然资源，两者每上升 1%，分别会引起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增加高达 14. 77%和
2. 54%，远高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效应。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当今非洲各国的发展模式和贸易模
式。对于落后的非洲地区而言，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仍然是其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其
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些国家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

型初级产品的贸易模式。幸运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未在这些国家产生 “资源诅咒”现象，

这与 Sachs and Warner ( 1995) 、Hausmann and Ｒigobon ( 2002) 的观点不一致。他们曾指出，自
然资源丰富的受援国往往倾向于生产和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由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受国际市场价

格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大，从而其出口额也会随之起伏较大，甚至不断下跌; 同时，一个国家的对

外贸易越是集中于资源密集部门，其实际汇率的不稳定性越大，这会严重阻碍本国其他出口部门

( 如制造业部门) 的扩张。

从表 2 还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对受援国出口额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表明高收入水平在
某种程度上确实意味着较好的供给和出口能力。CPI 的系数是负向的，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这与理论预期是相符的。受援国内部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则其汇率风险越高，实际汇率
升值，出口总额下降。腐败指数和基础设施的系数都是正向的，但在统计上都没有通过 10%显
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受援国制度效率提高、基础设施改善虽然能够增加其出口总额，但这种促进
作用并不明显。

表 2 第 ( 2) 列考察了援助对出口总额是否存在 “门槛效应”。可以看出，援助及其平方项
估计系数的符号由正转负，且至少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出
口总额的影响确实存在倒 “U”型 “门槛效应”，即援助的增加起初会提高受援国的出口总额，

但过了拐点之后，则会起到阻碍作用。基于估计结果和 ( 带平方项的) 回归方程可以计算得出，

对受援国总体而言，当中国对某一受援国的援助额超过约 358. 49 百万美元 ( 准确来讲是 e22 )

时，才会对其出口额产生负面效果。这提醒我们，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

避免援助潜在的贸易阻碍效应。
( 二) 援助与出口多样化的回归结果

表 2 后两列显示了援助与出口多样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不考虑援助的 “门槛效应”

时，援助对出口多样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中国对外援助数额越多，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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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高，出口结构越集中。由于非洲地区受援国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比极高，使得其在国际
市场上居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中国的对外援助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不利的局面。这意味着，虽然
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但却会阻碍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进程，从长期来讲，

这对受援国的贸易发展是不利的，也是中国对外援助需要认真反省的地方。实际上，在中国的对
非援助中，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占比较高，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会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从而吸引更

多企业进入市场，丰富产品结构。不过，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企业生产和出口的均是同质化非常严
重的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引致其出口有数量无结构，出口结构更加单一，最终导致中国

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增加反而恶化了其贸易多样化程度。有学者证实，生产部门援助可能能够提
高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这暗示我们，中国对非援助应该调整援助的部门结构，适当减少经

济基础设施援助，增加生产部门援助。
表 2 回归结果

( 1) ln ( Export) ( 2) ln ( Export) ( 3) Div ( 4) Div
ln ( Aid) 0. 03＊＊＊ ( 3. 06) 0. 11＊＊ ( 2. 12) 0. 001* ( 1. 68) 0. 001 ( 0. 42)
ln2 ( Aid) － 0. 005* ( － 1. 63) － 0. 001 ( － 0. 04)
ln ( GDP) 1. 01* ( 1. 68) 0. 97* ( 1. 74) 0. 18＊＊＊ ( 3. 30) 0. 18＊＊＊ ( 3. 26)
ln2 ( GDP) － 0. 03＊＊＊ ( － 2. 62) － 0. 03＊＊ ( － 2. 57)
ln ( CPI) － 1. 54＊＊＊ ( － 2. 83) － 1. 60＊＊＊ ( － 2. 87) 0. 04* ( 1. 70) 0. 04* ( 1. 66)
ln ( Corr) 0. 17 ( 0. 26) 0. 27 ( 0. 44) － 0. 01 ( － 0. 33) － 0. 01 ( － 0. 20)
ln ( Popu) 14. 77＊＊＊ ( 5. 12) 15. 50＊＊＊ ( 5. 11) － 0. 38＊＊＊ ( － 2. 78) － 0. 38＊＊ ( － 2. 66)
ln ( Tele) 0. 28 ( 1. 34) 0. 22 ( 1. 00) － 0. 01 ( － 1. 10) － 0. 01 ( － 1. 07)
ln ( Land) 2. 54* ( 1. 83) 2. 43* ( 1. 70) 0. 08 ( 0. 98) 0. 08 ( 0. 95)

F值 115. 07 101. 29 838. 03 795. 65
Ｒ2 0. 90 0. 90 0. 98 0. 98
样本量 160 160 160 160

注: * 、＊＊、＊＊＊分别表示通过 10%、5%、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估计参数的 t 值或 z 值。所有回

归都是采用了稳健标准差解决异方差后的结果。

受援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出现了先正后负的变化，且均通过了 5%的显
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对出口多样化的作用呈现先降后升的 “U”型趋势，即当受援国的人均
收入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其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地，根据回
归式 ( 2) 和表 2 第 ( 3) 列的回归结果计算可得，当受援国的实际人均 GDP高于 56116. 66 美元
左右时，一国的经济发展会改善其出口多样化; 当低于 56116. 66 美元后，则会阻碍其出口多样
化 水 平 的 提 高。需 要 指 出 的 是， Imbs and Wacziarg ( 2003) 曾 采 用 韩 国 和 OECD 等 中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样本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多样化之间的倒 “U”型关系，Carrère
( 2007) 采用全球 159 个国家样本同样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呈 “U”型的结论，这与本文的
倒“U”型结论在方向上恰好相反。我们不禁猜测，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出口多样化的关系可能会
经历三个阶段，即反向、正向、反向，中间会出现两个拐点，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第一
个拐点左右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高和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处于第二个拐点左右第二和第三阶段。

正因为本文所采用的是非洲地区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因而得出的是 “U”型关系，而其
他学者选用的多是中高收入国家样本，所以得出的结论与本文相反。

人口因素对 HHI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丰富的人口资源会提高受援国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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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多样化水平，与前文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人口系数的绝对值相对大于其他变

量，这说明受援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是决定其出口总额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其出口多样化

程度的主要因素。腐败指数和基础设施的系数都是反向的，但都没有通过 10%显著性水平的检
验，说明受援国制度效率提高、基础设施改善虽然能够提高其出口多样化水平，但这种促进作用
并不明显，与出口总额的回归结果类似。同样，CPI的正向促进效应也不显著; 丰富的自然资源
可能会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程度，但这种阻碍作用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第 ( 4) 列为引入援助的平方项后的回归结果。显然，无论是援助本身还是其平方项的估计
系数都是不显著的，更没出现符号上的变化，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不存

在“门槛效应”。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几乎是不变的，说明我们的回归结果稳健的。

此外，F值检验证实上述所有模型在整体上都是显著的，显示所有模型的解释力都在 90%以
上，说明用本文模型来解释受援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是合适的。
( 三) 援助的内生性问题

援助国倾向于给出口表现较好的受援国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因而援助与受援国的对外贸易

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 Munemo，2006、2011; Cali and Velde，2011; Lehmann，2013 ) 。

双向因果会导致援助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和不一致。鉴于
此，本文首先需要检验援助变量的内生性。内生性检验的前提是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采用
受援国的民主自由指数 ( civil liberty，Libe) 、受援国与中国的选举亲密度指数 ( Affinity of Na-
tions Index) 等指标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学者们已经证实，西方援助国倾向于给尊重民主自由
和人权的受援国提供更多援助 ( Alesina and Dollar，2000) ，但民主自由程度不会与对外贸易产生
直接联系 ( Cali and Velde，2010 ) ，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要求。同样地，Boone
( 1996) 、Burnside and Dollar ( 2000) 、Bandyopadhyay and Wall ( 2006) 指出，援助国的政治或战
略利益是其对外援助分配的关键决定因素，而这些政治或战略因素与受援国的经济表现无关

( Ｒajan and Subramanian，2005) ，可以作为援助变量的工具变量。联合国的选举亲密度指数统计
了各国对其他国家的投票情况 ( 支持还是反对) ，能够直观地反映援助国的政治和战略意图以及

两国之间的政治亲密程度，适合作为援助的工具变量。民主自由程度数据来自 Freedom House，

取值为 ［1，7］，取值越小表示民主自由程度越高，Libe = 1 表示自由程度最高，而 Libe = 7 则表
示自由程度最低。选举亲密度指数来自 Erik Voeten的个人主页，取值为 ［－ 1，1］，取值越大表
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越亲密。

本文采用上述两个工具变量，利用异方差条件下的 Durbin － Wu － Hausman ( DWH) 方法检
验了援助变量的内生性，然而结果显示，无论是对出口总额还是出口多样化进行回归，援助均无

法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并不存
在内生性问题。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并不以受援国的政治制度为条件决定对外援助的分配，更
不会将对外援助与本国的政治或战略利益相挂钩; 换言之，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完全无附加条件

的，是具有平等的“南南合作”性质的，这是中国对外援助与西方发达国家援助最根本的区别。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为了推进后 2015 发展议程，落实中国在 70 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的诸多承诺，中国的
对外援助效果及其改进必须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利用非洲 16 个受援国 2002 ～ 2011 年的面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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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 ( 1 ) 中国的对外援
助能够显著增加受援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且其影响存在倒“U”型 “门槛效应”; ( 2) 中国的
对外援助会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 ( 3) 与援助相比，非洲地区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自然资源仍然是其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且人均收入水平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呈
现明显的倒“U”型态势。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中国坚持以 “促贸援助”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和经济
增长的援助方式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证实了 WTO所倡导的“促贸援助”理念的合理性，也应
成为其他援助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重要参考。中国可以继续坚持 “促贸援助”方式并
逐渐增加对外援助，同时要在国际上宣传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以阻止国际舆论对中国对外援

助的诟病。第二，本文证实，中国的对外援助并不以受援国的制度因素为条件，也不追求所谓的
政治利益，说明中国等国家所倡导的无条件援助有其合理性，无需参照传统援助国一味强调的有

条件援助。第三，受援国可以借助援助对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外力作用，

但从根本上来讲，受援国应该发挥自主权，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发

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援助会阻碍受援国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

对出口总额的影响也存在 “门槛效应”，所以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中国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避
免援助潜在的贸易阻碍效应; 同时要适当调整对外援助的结构和分配，以期提高受援国的出口多

样化水平，优化其贸易结构。

当然，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对中国对外援助数据
的核算可能不太准确，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同时，由于样本数较少，我们也无法分析中

国对外援助对不同收入水平受援国影响效果的差异性。我们将进一步搜集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数
据，进一步丰富样本数，以期更准确、更全面地考察这一问题。

①具体内容可参见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的

讲话。

② Hessn H.，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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